
書評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 

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儒家身體觀》、《異議的意義：近

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等專書1。

楊儒賓深處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

距離1949年不久後出生，但卻花

上許多時間追索「1949」的意義。

1950年代出生的台灣學者有一些

共性，他們受到冷戰局勢的影響，

歷經戒嚴時期的各種限制，渴望 

尋求理解台灣人文定位的突破。楊

儒賓試圖從關鍵的1949年的原點去 

思考，辦了一系列的展覽（2009年

在歷史博物館籌劃「1949——新台

灣的誕生」展覽，在清華大學舉辦

「收藏1949」展覽）；也做了許多場

演講，陸續寫了一些文章。那些本

來只是作者反思當前中國文化問題

的論著，但他期望引發更多的公共

論述（頁22），終於在2015年集結

成《1949禮讚》一書出版。

作者在書中的〈1949大分裂與

新漢華人文知識的再編成〉一文提

到：到了1949年，台灣政治的屬

性才產生了質的巨大變化，最關鍵

的因素在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一

一　前言：1949為何重要

《1949禮讚》（引用只註頁碼）

作者楊儒賓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哲

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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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讚背後的省思
——評楊儒賓《1949禮讚》

●林桶法

到了1949年，台灣政	

治的屬性才產生了質

的巨大變化，最關鍵	

的因素在於中華民

國—台灣的一體化。	

作 者強調 1949 為

台灣帶來許多文化	

財產、人才、學術機

構等，並說明應將

1949年以來台灣的

文化發展放在學術的

脈絡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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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書評 體化。如果說1949在台灣政治的

脈絡中是個充滿爭議的符號，近代

常見的詞彙如民主與威權、激進與

保守、現代與封建、核心與邊緣等

二元對立的概念都可從中找到源頭

的話，人文學術的發展也不例外。

作者強調1949對台灣人文學術的

發展極為重要，但並未得到合理的

評估，原因在於人文學術的觀點在

1949的眾多史觀中缺席，人文常

被科技理性與政治意識形態綁架。

作者以台籍菁英蔣渭水的思想及林

茂生在「台灣光復節」熱情洋溢的

致詞為例，認為原本台灣意識與 

漢族意識或漢文化意識是可以在

1945年抗戰結束後得以融合的，

然而由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

發生，使台灣意識在同族的外來政

權統治中找到「獨立自主」的陳述

與目標。最終作者還是將這些政治

的問題拉到台灣學術發展的主軸

上，強調1949為台灣帶來許多文

化財產、人才、學術機構等，給台

灣提供了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發展機

會。作者用心地說明應將1949年

以來台灣的文化發展放在學術的脈

絡上討論。

作者提到1661、1895、1949

是影響台灣歷史最關鍵的三個年

份。1661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 

漢人移民作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

主軸就此奠定。1895年，日人據台， 

台灣很快淪為新興帝國主義者的殖

民地，迅速捲進了「文明化」的現

代性進程，進入現代的世界體系。

1949年的歷史地標則是國民政府

敗退入台，結果是前所未見的大量

移民湧入台灣。1949創造了「兩岸

三地」的新知識範疇，作者指出，

共產黨認為1949年以後有了新中

國，同樣我們也有理由說：1949年 

以後有了新台灣與新香港，而且新

台灣與新香港是中國逼出來的（頁

61）。對某些人而言，1949年可能

是無關緊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對台灣地區的「外

省人」而言，絕對是刻骨銘心的一

年。1949年的逃難迫使他們遠離

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因此，

歷經一甲子之後，台灣學術界出現

大量的作品追述這段失去的歲月，

如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從文學的角度探索1949年的問題； 

齊邦媛的《巨流河》開啟文學家與歷 

史事件的對話；劉維開的《蔣中正

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

以及拙著《1949大撤退》，則嘗試

從歷史的角度針對蔣介石及120萬

人的離散進行討論2。

1949年在台灣之所以特別受到 

關注，主因在於情感。經歷1949年 

動盪的120萬「外省人」原本有歸鄉

的理想，「一年準備、二年反攻、

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是許多人的

夢想，直到1987年開放探親後，

回到故里，景物未必在，人事幾全

非，只好再度回到台灣，這種「誰知 

他鄉變故鄉」的惆悵，不是那些未

曾經歷離散者所能體會。1949年

來台的「外省人」有共同的回憶、

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敵人」（日本

和中共），他們到達台灣後努力堅

守崗位，並已在台灣開枝散葉，但

總還是有一種被視為「外客」的感

覺。這種情感反射在許多場域，也

投射在對1949的關注；同時也影

響到第二、三代「外省人」的「中國」

情懷。

1949年在台灣之所

以特別受到關注，主

因在於情感。許多專	

書較關注的是1949年	

「離散」的過程，楊儒	

賓的《1949禮讚》則將	

1949放在一個大時

代中去檢討，用「禮

讚」來看待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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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思	
1949年對某些人而言是句點， 

對某些人是破折號，對一些人則是

起點。分離兩岸對大多數人而言 

不是選擇而是被選擇，那是無奈的

時代。龍應台、齊邦媛等人或許就

是在這樣的情懷下，用文字表達他

們的無奈及遺憾，也替許多人解開

鄉愁與徬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頁首就提到：「他們曾經

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有的被國家

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

所迫，被境遇所壓。⋯⋯我，以身

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後

記〉中又提到：「有幸能和我的同 

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 

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

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3王鼎

鈞在《關山奪路》提到：「我不是寫

我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藉

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

存在，希望讀者了解、能關心那個

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

驗。」4在經過1949年一甲子的熱

潮之後，楊儒賓的《1949禮讚》，

特別從學術的脈絡回看1949，值

得關注。

二　為何要禮讚1949： 
內容概述　　

許多專書較關注的是1949年

「離散」（diaspora）的過程，楊儒賓

的《1949禮讚》則不太一樣，他將

1949放在一個大時代中去檢討，

用「禮讚」來看待1949。嚴格而言， 

《1949禮讚》並不是嚴謹的學術著

作，而是具有反思性的論集。本書

收錄的文章有的是展覽演講初稿的

整理，有的是專題演講，有的是隨

筆，雖然零散，但卻有一個清晰的

脈絡貫串全書——那就是如何看

待1949，特別是從學術的脈絡。

初看書名或許會讓人感到疑

惑：1949年是一個逃難的年代，

是多少人苦難的記憶，甚至是一個

國家被迫遷徙流離的歲月，為何要

「禮讚」？作者想要歌頌哪些歷史人

物或歷史事件？該書從書名到權威

的序文都引起關注，作者似乎要反

思1949在整個台灣當前的學術角

色及其延伸的時代意義，因此該書

不僅只是二十餘篇短文的連綴而

已，在分開閱讀的過程中，仍可掌

握其思想脈絡的一貫性。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的序文

開啟了1949的對話，點出台灣當

前的一些問題，在一片「反中」熱

潮中，推崇楊儒賓的觀察——即

將1949年作為中華文化「南渡」的

終點，甚至將之比擬歷史上永嘉、

靖康時期「南渡」的文化意義；中華

文化「南渡」隱含着文化內部的衍

異、斷裂、寄生與再生。王德威認

為：本來從學術的角度而言，這是

一個極正常的現象，但在當前「中

國」被標籤化的氛圍下，有些人刻

意排斥和排擠與「中國」相關的內

涵，然而試想如果我們將1949年

「南渡」文化從台灣抽離，台灣文化

又會是何種面貌？

《1949禮讚》全書分為四大部

分，每個主軸用四到七篇短文論

述。第一部分「1949論」可謂總說， 

從文化、社會、人民等角度敍述

1949的重要性；第二部分「1949與

民國學術」，論述台灣在中華文化

1949年是一個逃難

的年代，是多少人苦

難的記憶，甚至是一

個國家被迫遷徙流離

的歲月，為何要「禮

讚」？作者似乎要反

思1949在整個台灣

當前的學術角色及其

延伸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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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書評 的地位；第三部分「1949與兩岸儒

學」，說明儒學在台灣的發展，可

能是作者最關注的問題；第四部分

「1949與清華大學」，以作者任教

的清華大學為個案，說明中國學術

「南渡」的影響，有論述台灣傳承學

術文化的意涵。

在第一部分「1949論」，作者

在首篇〈1949的禮讚〉中清楚指出：

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於新中

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一九四九

年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

（頁32）

1949年湧進台灣的文物之質與

量，遠遠超過以往三四百年的任一

時期。文物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

才，除了眾所周知的大量軍警及政

經技術人員外，還有許多有名望的

知識份子也因義不帝秦或個人選擇

來到此地，他們參與台灣的建設與

成長，融入台灣社會，他們的精神

活動成為塑造今日台灣面貌的強有

力因素。此外，在台灣可以看到中

國佛教史上最典型的人間佛教、哲

學史上最具創造力的新儒學，台灣

擁有從日常飲食到極精緻的戲劇文

化，即使是流行的庶民文化，從一

般生活到流行樂壇，我們也看到傳

承與創新。在文化的意義上，台灣

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文

化。這就是1949的意義——作者

希望台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

化為傲人的記號。

〈歷史災難與文化傳播〉與〈歷

史災難與歷史機會〉是作者對歷史

災難的反思。災難有雙重的構造，

其意義需要透過歷史演進的過程才

能顯露出來。中國歷史上的永嘉與

靖康之難，都是歷史的災難，但同

時也帶來南方文化的蓬勃發展。作

者認為1949的意義不在一時的政

治得失，而是牽涉到漢文明或東亞

文明板塊的轉移；他強調：1949

是新台灣的誕生，這種視角不會使

得1949年的苦難變得幸福起來，

但可以使我們更謙卑，也可使我們

更自勉。

在〈1949與新儒家〉中，作者

提到從大陸逃難到台灣的知識份子

有兩種人：一是文化傳統主義知識

份子，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

徐復觀等；一是自由主義知識份

子，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梁

實秋等，這兩系人物的思想頗有交

集。事實上，自由主義者所標舉的

民主與自由理念相當程度上已成為

當時人們的共識；文化傳統主義可

說無人不擁戴之，而且被視為儒家

在當今社會最需堅持的理想目標。

文化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理念日漸 

成為台灣文化最核心的價值（頁58-

59）。此外，台灣在1949年承續了

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央研

究院及各種類型的文教機構，使台

灣在文化傳統傳承上享有更優勢的

地位。作者並強調1949年大流亡

潮的文化意義遠超過永嘉與靖康朝

的南遷。

在第二部分「1949與民國學

術」，作者花了不少精力敍述1949

大分裂之後台灣的角色與意涵。他

提到1949年台灣人文學術急遽變

化的三個因素：其一是文化財產的

因素：台灣此時湧進全世界歷史及

台灣四百年史上都難得一見的珍貴

作者認為1949的意義	

不在一時的政治得

失，而是牽涉到漢文

明或東亞文明板塊的	

轉移；他強調：1949	

是新台灣的誕生，並	

強調1949年大流亡潮	

的文化意義遠超過永

嘉與靖康朝的南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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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思	
文化財產，如故宮博物院、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

館的圖書、字畫、器物；其次是人

才因素：在1949此象徵性的年份， 

許多學人或重要文化人或因國府 

的「搶救學人計劃」，或因各種公私

因素，輾轉來台；其三是學術機構

的大量增加：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學

術機構有限，1949年前後有中央

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及人 

員相繼遷台。由於文物、人員、機

構三方面的因素，1949給台灣提

供了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發展機會

（頁111-13）。

第三部分「1949與兩岸儒學」

討論台灣儒學史的兩個關鍵性時 

間點，即1911年梁啟超一行人來

台以及1949年新儒學的入台（頁

190）。1911年來台的儒學者有梁啟 

超、湯覺頓及梁令嫻。梁啟超來 

台影響霧峰林家的議會路線。作 

者特別提到：台灣史上有兩個「二 

二八」，它們同等重要。一個指的

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一個

是1911年二月二十八日（陽曆3月

28日）梁啟超、梁令嫻、湯覺頓應

林獻堂及台灣詩社櫟社的邀請抵

台，對台灣議會民主路線帶來極大

的影響（頁237-38）。1949年來台

的則是規模更大的儒家群體，就哲

學學者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可為代表。1949年來台的知識份

子讓當時島內的儒家傳統和大陸的

儒家傳統完成整合，新儒家在台灣

找到落實的立基處（頁199）。

第四部分「1949與清華大學」

以清華大學為例說明清華大學和中

華民國國體，以及故宮博物院、歷

史博物館、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

院等重要文化及學術機構，聯合構

成民國史上第三度偉大的遷移事件

（頁281）。作者強調：「可以媲美

東晉、南宋的遷移者，不是明末也

不是抗戰，而是一九四九的國府南

遷」（頁283），並強調台灣是民國

學術的傳承者。

作者用上四大部分，以一連串

的短文說明 1949在歷史上的地

位，特別關注的是學術及文化史的

意義，並讚歎儒學在台灣的傳承，

這或許是作者為何要禮讚1949的

原因所在。

三　禮讚的反思

當台灣的價值被肯定的同時，

是否有人省思何謂「台灣價值」、台

灣的學術根基、台灣的過去和未

來？每個人都可以正義凜然地說

「人權」、「自由」、「正義」、「法

治」、「真相」等讓大家都覺得偉大

而不能反駁的名詞，但卻出現許多

矛盾與價值混淆，高喊平權者常無

意地輕蔑不同族群，談論民主者在

跨越新世紀之後卻不知「民主」的

真正涵義，這些在台灣已經司空見

慣。儒家文化的內涵不僅被忽視，

甚至常會被視為是「中國」的符號，

而「中國」已被政治化，以致有時

難有理性討論的餘地，在許多場域

內只容許共同的語境，幾乎沒有太

多對話的空間。

當然，如果只是這樣膚淺地評

論台灣的現象，對於許多專研於自

我領域，固守學術理想，並同時正

在台灣各個角落努力付諸實現的學

者並不公平。然而，為甚麼大部分

當台灣的價值被肯定

的同時，是否有人省

思何謂「台灣價值」、

台灣的學術根基、台

灣的過去和未來？在

台灣，儒家文化的內

涵不僅被忽視，甚至

常會被視為是「中國」	

的符號，而「中國」已	

被政治化，以致有時

難有理性討論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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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書評 兢兢業業努力於自我角色實現者的

聲音沒有被聽到？我們聽到的不過

是被集體塑造的聲音而已。「打破

權威」、「批判威權」、「轉型正義」成 

為最流行的口號，但其實有多少人

了解口號背後真正要追求的價值？

台灣過去百年來經歷過許多苦痛，

但也成就許多令人驕傲的果實，如

胡適、傅斯年、殷海光、徐復觀、

牟宗三等帶來的自由、民主及新儒

學的價值，以及延續日治以來林獻

堂、蔣渭水等人所關注的台灣主體

性文化。「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

的相遇應該可以像梁啟超與林獻堂

第一次相遇般成為美談，然而事實

並非如此。這中間有太多原因，可

能要從歷史的脈絡中尋找答案。

《1949禮讚》是一本相當用心

的論集，雖由短文組成，並且有許

多重複的敍述，如將1949年遷移

和東晉、南宋的遷移擺在同樣重要

的位階（頁62、76、132、283）；又

如說明新儒學來台及台灣人文傳承

的意義（頁58、112、122）， 但楊

儒賓將1949對台灣的意義作了極細 

膩的分析，大歷史的脈絡亦相當 

清楚，特別是從學術史的角度看

1949，經過一甲子之後，這樣的關

懷確實有其意義。或許作者想要表

達的是：「中國」對台灣而言不是負

數，而1949年正是連接台灣與中

華民國最重要的年代。

作者雖無意批判當前的「反中」

意識，但又想清楚說明1949對民

國學術、兩岸學術以及華人文化圈

的重要性。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

遷台實際上不只是負面的政治事

件，而是在學術文化上有其不可抹

滅的價值與貢獻。1949是台灣雙

源的匯流，東西匯合、海陸交叉，

是本土化、兩岸化、國際化的聚

合。作者籌劃多次的展覽、搜集許

多的資料，探索自我的定位與台灣

的未來，用禮讚代表着肯定，每一

篇短文都是嘔心瀝血的結晶，這是

龍應台、齊邦媛等個人回憶作品所

無法完成的思考，更是學術歷史著

作所缺乏的延伸討論。

雖然作者用心於禮讚1949，

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提供一

些思考。1949是個逃難的年代，

在民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的逃難潮，

一是抗戰時期人民的遷移，一是

1949年前後人民遷徙或逃難到

台。加拿大民國史專家拉里（Diana 

Lary）於《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

國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書提到：「戰爭

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在戰 

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續影響着人

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5或許

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戰爭對遷

徙目的地的人文與地域的發展產生

了質變與量變，就像中國西南地區

如果沒有抗戰時期的遷徙，大學的

數量仍然有限、教育與文化或許仍

然受忽視，經濟的發展或許仍然處

於邊陲；台灣如果沒有1949，大

陸中原文化不會迅速在台灣茁壯，

人們可能無法直接而全面地欣賞到

中國過去精緻的文化作品。民眾逃

離原鄉，他們的人生也會發生一些

改變，或許有些人遷離之後在異鄉

抑鬱而終，但也有些人會有更好的

發展。記得有一次中研院院士張玉

法無意中向筆者提到：「如果不是

國共內戰，我留在山東，或許只是

作者雖無意批判當前

的「反中」意識，但又	

想清楚說明1949對

民國學術、兩岸學術

以及華人文化圈的重

要性。1949年中華

民國政府遷台實際上

不只是負面的政治事

件，而是在學術文化

上有其不可抹滅的價

值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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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農夫。」這或許是謙虛之詞，但

戰亂改變人的一生是可以確定的。

雖然戰亂帶來一些新的發展契機，

但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用「禮讚」

來看待歷史的苦難，畢竟不是人人

都可以接受的。作者看到1949大

遷移的文化意涵，卻忽略了戰爭所

帶來的社會問題。

作者一再強調1949是新台灣

的誕生，也說明台灣現在的發展是

「中華文化」漢族意識與日治以來

「台灣意識」文化的匯流，這就是流

行的「Y字形」理論。不過，若站 

在地域的自主性立場來看，沒有一

個地區會完全接納來自其他地區的

文化移植，不論這樣的引進是像

五四時期知識份子主動迎合西方文

化，還是像1949年政治大遷移下

流亡知識份子帶來的文化思想衝

擊。因此與其說是匯流，不如說是

另一種移植。

此外，作者將台灣在日治時期

的文化視為異質文化，如認為「台

灣意識原來在異族（日本）的外來

政權統治中形成，現在又在同族的

外來政權統治中似乎找到『獨立自

主』的目標」（頁107），這樣的論述

也非恰當。漢文化的底蘊早為大漢

和文化所接納，台灣在日治時期也

並不欠缺自由主義的思想，只是內

涵不同，許多人如林獻堂、蔣渭水

等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並發起台灣

議會請願運動都可作為說明。即使

台灣是被殖民的地區，但普遍民眾

的受教育率遠高於當時的中國；當

地亦設有相當頂尖的台北帝國大學

等學校。民眾雖然在日治的壓力之

下無法全面地學習漢語，但民間社

會仍潛藏着中華文化的內涵。

另一方面，徐復觀等人來台後

引入的新儒學，是否受大多數人重

視、自由主義思潮在1950至1970年 

代是否被接受，都是極大的問號。

李明輝指出：「1970年牟宗三與徐

復觀先生遷居香港後，新儒學的影

響力便大幅消退。」6漢文化如果

指的是「仁義禮智信」，那早就不是

中研院史語所所要追求的終極目

標；當世界「漢文化」學術討論會

上台灣地區的學者被邊緣化的同

時，我們是否仍可以說台灣是華 

人地區漢文化的代表？何乏筆在

〈1949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一

文指出：「今天台灣不僅很難與西

方學術競爭，似乎也逐漸落後於中

國大陸的研究脈動。」7當前兩岸

儒學的發展各有脈絡，經過六十年

之後都產生一些質變與量變，我們

確實不能過於誇大台灣新儒學的 

意義。

學術不僅是承續，更有其濡化

的過程，民國學術或許在1980年

之前的台灣具有絕對的影響，但

1980年代後經過濡化的過程已加

入許多新的元素，而這些新的元素

甚至和早期的民國學術精神截然不

同。以台灣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

大約可分為三個大時期：第一期

（1950至1960年代）：這時期台灣

以「史料學派」、「傳統學派」為主

流8。由於大陸為中共「解放」，

一些歷史學者紛紛來到台灣，成為

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主幹，較有名

的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錢穆、姚從

吾、李濟、董作賓、方豪等。傅斯

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當時中研院史語所、台灣大學

歷史系、師範大學史地系成為遷 

雖然戰亂帶來一些新

的發展契機，但這是	

個苦難的時代，用「禮	

讚」來看待歷史的苦

難，畢竟不是人人都

可以接受的。作者看	

到1949大遷移的文化	

意涵，卻忽略了戰爭

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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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書評 台初期的史學三大系統。第二期

（1960至1980年代）：這時期有些

受西方史學影響的學者展開社會史

的研究，代表人物有許倬雲、陶晉

生、毛漢光等，他們積極將史學與

社會學結合。其時重要雜誌有李亦

園等創辦的《思與言》、陶希聖的《食 

貨月刊》、余英時的《史學評論》。

此外，1970年代台灣因為政治變

動，開始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的研

究，郭廷以成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培植張玉法等學者。第三期

（1980年至今）：這一時期的歷史研

究者關注於台灣史、新文化史研

究，並有《台灣文化》、《台灣研究》

等刊物出版，代表人物有陳奇祿、

曹永和、陳紹馨等。這是口述歷史

的輝煌時期，解嚴後研究尺度放

寬，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課題開始成

為學者研究的對象，如「二二八事

件」、「白色恐怖」事件等。其時田

野調查興起，本土意識高漲，研究

者甚至將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對

台灣的田野調查工作拓展得更細

膩。經濟史、新文化史漸受重視，

政治史、軍事史研究逐漸被忽視。

研究者重視新文化、重視底層民

眾、重視個人身體的概念等。

如果用這樣的脈絡來檢視楊儒

賓的論點，可以發現所謂民國學術

與台灣的融合，在1980年代以前

較為明顯；1980年後台灣的史學

研究是民國史學、日治學術源流及

世界新史學的結合，大眾史學、新

文化史成為另一個主流思想。同

理，台灣哲學的發展亦非是民國

「南渡」的傳承。「流離」與「歸屬」

是人類古老的生存體驗，兩者表面

相反，實則互相依存，互為因果。

但這是從民眾的角度來思考，而 

如果從文化或學術的角度來看，則

融合與創新可能更為重要。「南渡」

是一個過程，學術是否因為找到 

立足點而得以傳承，可能不是自由

主義者或傳統知識份子關切的重

點，或許他們更關心這樣的涵養 

對當地帶來何種價值的建立。作 

者在此方面的論述過於簡單化與 

理想化。

作者有許多的敍述是相當正確

的，如談1949年帶來的文化匯流

時提到：「這是場寧靜的革命，島

內的本土文化與島外的大陸文化 

這兩股文化激流匯合成有機的整

體。」（頁96）又如他提到1949年從 

大陸來台的人確實對台灣產生一些

影響，如儒學、故宮文物及台灣的

高等文化與學術研究等。但正如文

學家葉石濤在分析戰後初期移民者

的結構時提到，光復不久到台的大

陸移民大約可分為以下六種成份：

其一，是陳儀的班底，大多數為陳

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所培養的統計

幹部；其二，為國民黨各派派駐台

灣的先遣隊份子；其三，是由於國

共戰爭摧毀企業基礎，為避免大陸

的亂局而想在台灣這塊世外桃源建

立一番事業的、屬於資源委員會系

統的非政治人士；其四，是在台灣

求發展的老留日份子；其五，是為

逃避漢奸罪隱姓埋名來台混水摸魚

的舊滿洲國、汪政權有關份子；其

六，是依靠語言可以溝通便利的閩

籍來台淘金者9。這些份子是相當

複雜的，正向的因素雖有，但負向

的因素也不少。中國大陸各省共有

「南渡」是一個過程，

學術是否因為找到立

足點而得以傳承，可

能不是自由主義者或

傳統知識份子關切的

重點，或許他們更關	

心這樣的涵養對當	

地帶來何種價值的	

建立。作者在此方面	

的論述過於簡單化與	

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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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萬人撤退至台灣，對人口族群

（ethnic group）結構產生直接及即時 

的影響bk。移民者當然也希望獲得

認同，然由於歷史因素產生許多不

和諧性，族群衝突與融合成為台灣

社會變動的因子。

作者在討論台灣的學術脈絡之

外，也重視一些個體的影響，如梁

啟超的來台、徐復觀在台與「本土」

知識份子的交往等，作者討論了這

些人與台籍菁英的交往過程。〈瀛

島百年一任公〉、〈二二八百年祭〉

等文都在說明梁啟超來台及其與櫟

社交往的經過，作者強調梁啟超百

年前到台一遊，不僅在台灣史上留

下不可抹滅的足迹，放在台灣儒學

的政治現代性的視野下定位，它的

意義一樣重大。這些個別的探討，

或許用白描的方式可以凸顯大陸學

人與台籍知識菁英的一些連結，但

如果視為強連結則未免牽強。例如

提到梁啟超在1911年提出議會路

線取代武裝抗爭，櫟社知識份子受

其啟發，日治台灣政治運動自此確

定下來。梁氏來台與櫟社知識份子

交往是事實，但這與1918年夏林

獻堂籌組「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

及其後的議會請願運動並無直接 

關係bl。

四　結語

民國歷史上人民歷經許多的顛

沛流離，戰爭不斷是民國史的特點

之一，每一次的戰爭都帶來許多的

離散。「離散」在人類的生活中，是

一種不分古今中外、由來已久的現

象，因為人是一種需要聯結與歸屬

的動物，偏偏在生命中我們除了與

其他人、事、時、地、物締造聯結

與歸屬外，也可能會因為各種原

因，或被迫、或自願地割捨這些 

與自身相連的牽絆，這便形成了生

命中的離散；離散的對象可能是 

親人朋友、可能是國家故鄉，甚至

是對於自我及生命的迷失。自近代

以來離散已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

分，但離散後他們大都能落葉歸

根，如抗日戰爭中，許多人因為戰

亂、災荒而逃難，但終究可以回到

原鄉。國共內戰帶來的分離，特別

是1949年的逃難，使許多人遠離故 

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包括蔣介石 

在內）。歷經一甲子之後學術界出

現的大量作品主要重在敍述相關過

程，2009年《思想》雜誌第十三期

以「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為題，

集結不少學者討論1949的涵義，

但並不全面，《1949禮讚》一書能

以文化及學術的角度思考此一課

題，值得肯定。

當然我們不應從太多的細節檢

視本書，雖然作者不想高談一些政

治問題，但學術與政治是否能截然

劃分，我們仍需掌握大歷史的脈

絡。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還是過去 

的延續？答案當然是延續，自由主

義與新儒學都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才迸發出來；來台的人文主義學者

自然有其地位與影響，但也別忘了

中研院事實上只有兩個所（史語所、 

數學所）到了台灣，中研院也只有

不到四分之一的院士到了台灣，

1948年底到1949年的「搶救學人 

計劃」並不算成功，其他許多菁英

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	

還是過去的延續？答

案當然是延續，自由

主義與新儒學都不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才迸

發出來。但台灣的價

值不是只有傳承，創	

新與再適應也相當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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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書評 如陳寅恪、陳垣（援庵）、郭沫若、

張瀾等還是留在大陸。即使經過文

化大革命，有些知識份子受到牽

連，但潛沉於各地的文化底蘊並沒

有被連根鏟除，因此台灣不能自視

於結合本土化、兩岸化與國際化而

自滿，因為這樣的優勢已隨着內部

輪番的爭議與懷疑而逐漸消逝。

本書提醒我們，中華文化在台

灣是許多因緣的結合，是許多知識

份子努力傳播的理想，在發展的過

程中或許有許多的斷裂，然而立足

台灣，以東亞為範疇，以文化及學

術史為脈絡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道

路。但台灣的價值不是只有傳承，

創新與再適應也相當重要，民間潛

在的文化傳承，比之於學院大儒一

點都不遜色。雖然筆者不完全贊同

台灣是民國學術「南渡」的終點，

也不會用「禮讚」來歌頌1949，但

經過六十年後，如果要找一個對近

代台灣帶來深遠影響的年代，也還

是會選擇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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